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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安全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民生大计，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日渐

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确立，但尚不完备。基于此，主要围绕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陷以及

未来的完善路径进行讨论。明确了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性质和功能，就此项制度存在的几个核

心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存在主观要件概念界定不清晰、赔偿数额设

定不合理、主体地位不明确等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标准，出现了许

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制度的功能发挥。故此，在进行制度缺陷分析讨论时，对食品

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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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of Food Safety 
LIU Hui-ming, ZHANG Qian-wen 

(School of Law,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fe and health, and the issues of food safety are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plan. Although the legal system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has been established, it is not yet complete. The food safety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defects and future improvement of the path a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for food safety, and discusses several ke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is system.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uni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such as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the unreasonable setting of the 
compensation amount, and the unclear subject status.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re are many phenomena of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which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this system.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 to improve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of food safety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system defects, proposes three main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food safety;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system defects; improvement path 

1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惩罚性赔偿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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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领域的体现，当消费者因为生产者或者经

营者的不法行为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失时，向侵权

主体要求超出实际损害的损失赔偿，通过加重赔

偿数额的方式来惩戒相关责任人的违法行为。 

1.1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性质 

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性质，学界虽然有较

为主流的通说观点，但仍有许多学者持不同意见。



质量安全  第 30 卷 2022 年 第 2 期 

 

 162  

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中“惩罚”一词的用词

即能体现其公法属性，“惩罚”与“赔偿”不同，

“赔偿”强调弥补损失，即对于受损失的一方依

照填平原则弥补其实际损失，而“惩罚”则具备

加重处罚的意味，但是具备惩罚功能的只有公法，

故而认为惩罚性赔偿具备公法的性质；我国的主

流观点是认为惩罚性赔偿应当认定为私法属性，

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是民事责任，笔者也认同此

种说法。 

首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相关规定出现在《民

法总则》之中，其适用的主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违反的是民事法律相关规定，属于民事责任的范

畴[1]；其次，在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中，“惩

罚”所产生的罚金并不归于国家所有，而是直接

给付于受损失方，支付赔偿金与受让赔偿金的一

方正是同一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双方主体，与公法

领域的惩罚功能还是有所区别的；最后，对于食

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其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实现

的，并且需要受损失方主动提出，法院也无权依

职权启动，即便是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中提出，其目的也是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

附带追加民事责任的诉求[2]。 

综上，笔者认同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属民事

责任的观点，但在此前提下，其究竟属于侵权责

任还是违约责任争议更大。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

全惩罚性赔偿是侵权责任的理由是，违约责任需

要双方具备合同关系，但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实施了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遭受损失的既可能是

生产者也可能是经营者，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存

在合同关系毋庸置疑，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并

不存在合同关系[3]，故此只能认定为侵权责任，

但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

者追究责任，也可以向经营者追究责任，因为其

本身立法目的就在于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故

而不能片面的认定其只能具有侵权责任的属性，

在实际案件中，如果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导致商

品本身的价值丧失，则可依照合同关系产生违约

责任，若同时还造成了消费者的人身伤害或者其

他伤害，则当然的产生了侵权责任，所以说明，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既可以是侵权责任也可以是

违约责任，其定性可在具体案件中依据当事人提

出何种请求权来在实践中做具体判断。 

1.2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具备的功能正是

《食品安全法》立法初衷的体现，我国学者大多

对此持统一意见，认为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具有惩罚、预防和震慑以及激励维权的功能[4]，

许多外国学者也持相同意见[5]。 

1.2.1  惩罚功能 

惩罚功能可以说是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最主

要和最鲜明的一个功能[6]，迄今为止已发生过多

起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对此关注度很高，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侵犯

的很可能是生命、身体健康这一法益，这可以说

是人们最重要的法益，并且在受到损失后并不能

像物一样容易的恢复原状，同时在市场交易关系

之中，相较于生产经营者，消费者无疑是处于弱

势地位的，所以在立法之初就在制度中规定了非

常严格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使受损害方更好的

得到救济。 

1.2.2  惩戒与震慑功能 

《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10 倍商品价款”

以及“3 倍损失”极大地提高了行为人违法的成

本，对于侵犯生命法益的违法行为，如果处罚较

轻，虽然违法行为人为此次的违法行为付出了代

价，但是违法成本很低，并不能有效的阻止违法

行为人下一次的违法行为，这样个案的审判结果

也并不能起到警示作用，使得其他潜在的违法行

为人停止违法行为。只有提高违法成本，当违法

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所负担的违

法后果并不匹配时，才能有效的对潜在的违法行

为产生预防作用，已经进行过违法行为的行为人

因为高额的赔偿不会再进行违法行为，对于行业

内其他人也能起到震慑作用，遏制日后违法行为

的发生[7]。 

1.2.3  激励功能 

由于在食品安全问题中，受损害的一方处于

弱势地位，在寻求救济的过程中成本较高，故而

在受到损失较轻微时，可能会放弃寻求救济，抑

或是其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但并不能很好的得到救

济，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于违法行为人来说，

其并没有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长此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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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人们的生命健康遭

受侵害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而通过构建食品安

全惩罚性赔偿制度，则可以激励受损害方积极地

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惩罚违

法行为人，净化整个食品交易市场环境。 

2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陷 

2.1  主观要件概念界定不清晰 

2.1.1 “明知”要件的模糊适用 

在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中，生产者和经

营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

任，经营者则需要“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才会承担责任。“明知”一词意为明

确理解知道，在进行法律适用时，可理解为明确

知道或推定其明确知道[8]，“明知”是行为人主观

上的过错，但在具体案件的判断中，需要通过其

表现出来的客观行为来判断其内心真意，从而确

定是否是“明知”[9]。在实践中，部分法院就忽

视了这一点，当经营者销售的商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存在问题时，就直接判断其需要承担食品

安全惩罚性赔偿责任，而不论经营者是否提出了

其并不“明知”的抗辩，就会导致审判结果存在

逻辑缺漏。另外，法院也存在许多通过认定经营

者提供的资质合格证明相关文件来判断其是否明

知的行为，认为若不能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商品是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便直接认定经营者违反了

法定义务，主观上存在“明知”的意思，但是产

品本身是否符合安全标准并不能证明经营者是否

是违反了法定义务，进而也无法推断出经营者是

否是“明知”的，这其中很明显的缺少逻辑衔接，

不能直接作为法律依据轻易适用。 

2.1.2 “过失”概念的缺失  

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对于生产者的法律责

任规定的十分严格，但对于经营者相对宽松一些，

经营者在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中，只要不是“经

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即便在交

易过程中存在过失甚至是重大过失都不需要承担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责任[10]，在这种情况下，对

于经营者来说，其责任就会减轻，即便经营者没

有尽到其合理的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6]，也

无需承担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责任，长此以往，

经营者便会产生侥幸心理甚至怠惰心理，不去对

食品安全问题提高警惕，时时注意自己所销售的

商品的质量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是纵容了经营者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的行为，降低了

其法律责任，与此同时，由于生产者负担的是无

过错责任，若经营者不必为此种行为承担法律责

任，则变相的加重了生产者的法律责任，如果不

能在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中规定经营者的重

大过失责任，就无法在销售环节控制此种情况下

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不利于构建良好的食品安

全环境，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2.2  赔偿数额设定不合理 

2.2.1 “损失”界定标准模糊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了三倍损失以

及十倍价款的赔偿方式，赔偿损失即要求消费者

遭受实际损失，并且主张实际损失数额的三倍赔

偿，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的是身体健康，如果

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有问题，可能会当即出现不适，

也有可能当下没有征兆，日后出现问题，那么此

时若只能以实际损失的三倍金额求偿，则可能导致

部分受到损害但没有当即产生损失的消费者得不

到救济。 

2.2.2  赔偿数额标准不合理 

在实践中，单一比例的赔偿方式并不利于市

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假设消费者损失 30 万，那么

依照三倍损失进行赔偿则是 90 万，对于小微企业

甚至是中型企业来说，接近一百万是一笔不小的

数字，但是对于大企业来讲可能影响并不是很大，

故此，无论是十倍价款还是三倍损失的赔偿都不

足以震慑大型企业，长此以往则可能造成大企业

并不在意赔偿数额，后续继续实行违法行为，中

小微企业可能会面临破产的局面，进而引发大型

企业垄断行业的情况，不利于行业市场的稳定多

元发展。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11]，日常生活

中购买的商品大多是价格较低的，即便发现了商品

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其根据十倍价款所能请求的赔

偿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寻求救济的成本

又相对较高，所以消费者并不会积极的维权，对

于生产者和经营者来说，因为消费者的消极维权

而没有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这就减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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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震慑以及预防功能。 

2.2.3  举证困难 

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案件中，被告主体为生产

者时，由于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所以消费者

无需对生产者是否有过错进行举证，只需证明商

品存在问题并且致人损害即可，举证难度较小。

但当被告主体是经营者时，由于经营者承担的是

过错责任，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是“谁主张

谁举证”，此时则要求消费者承担证明其“明知”

商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仍然进行销售行为这一主

观意思，以及自身遭受到的损害与经营者的行为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营者只需要证明自己存在

免责事由即可，这就极大地增加消费者的举证难

度。若消费者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则会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食品安全案件中的双方

当事人往往是消费者个人和企业法人，二者地位

悬殊，消费者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对于消

费者来说，收集证据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同时还负担着较大的败诉风险，并且还可能受到

来自对方的报复[12]，即使成功维权，所获得的十

倍价款的金额可能也无法填平诉讼成本，消费者

大多都会选择放弃维权，如此变相刺激了违法行

为，不利于构建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打击

食品安全质量违法行为。 

2.3  知假买假者的主体地位不明晰 

“知假买假”是指行为人明知该产品存在食品

安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的行为，在 2013 年出台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食品药品案件的若

干规定》）中认可了“知假买假者”的主体地位，

最高院也曾经发布过支持此种观点的指导案例，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知假买假”的行为人可能

是普通的消费者，也可能是为了牟利，利用《食

品安全法》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获得赔偿

的所谓“职业打假人”，普通消费者当然的可以通

过此制度获得救济，因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便是此项制度的立法初衷，但是职业打假人的主

体地位是否能够得到认可尚且存在很大争议。在

学术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无论购买问题产品的

行为人抱有何种目的，只要他的行为符合食品安

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即可通过此种途

径得到救济[11]，也有一部分学者指出，职业打假

人的消费目的以及消费金额都与普通消费者有很

大不同，其不应当获得与普通消费者同等的主体地

位[13]。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例提到了多

次以盈利为目的进行购买行为，隐晦的表明了原

告身份并非普通消费者，以此来否决原告的主体

资格，也就等同于否认了职业打假人的适用，但

也存在部分案例认为，其获取利益的目的并不影

响其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因为诉讼的目的就是

获得正当利益，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应当

支持其诉讼请求。由此可见，无论是学界理论还

是司法实务都没有一种较为统一的意见。 

3  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路径 

3.1  明确主体范围 

根据《食品药品案件若干规定》第三条，发

生纠纷时的权利主体为“购买者”，主体范围尚不

明晰，所以实物中处理知假买假类案件没有确定

的依据，时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所以首先

需要明确纠纷的主体资格问题，知假买假者是否

具有诉讼主体资格[14]。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质量，打击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在考量时势必要考虑食品安

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主旨[15]。对于消费者来

说，虽然其是明知有食品安全问题仍然购买，但

如果他的行为打击了违法的生产经营者，对于维

护食品市场的环境安全起到了正面的作用，那么

应当考虑赋予其主体地位。 

知假买假案件中，法院不支持原告诉讼地位

的情况大多是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做原告，职

业从事此种行为的行为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甚至

是以此种盈利为生活收入来源，多次大量购买商

品以获得赔偿，还存在在诉前与企业谈判和解的

情况，职业知假买假者的行为没有实际上产生受

损权益，与普通消费者的合理维权行为无法等同，

甚至可能引发企业与职业打假人私下和解破钱消

灾的不良风气，没有起到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

度该有的惩罚和预警作用，与制度构建初衷不符，

故而不应当认可其主体资格[16]。 

3.2  明确主观要件概念界定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对于经营者的责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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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宽松，实行过错责任，要求其属于“明知”的

情况才承担责任，但是“明知”这一概念既有故

意也有过失，我国并没有规定经营者的过失责任，

哪怕经营者出现了重大过失也不承担法律责任，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经营者“明知”产品存在食

品安全问题或已经超过保质期仍然继续售卖可以

认定为故意，那么经营者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

务，对产品进行检查或定期关注商品保质期限而

导致消费者买到了不符合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商

品，即应当认定为重大过失[17]，经营者应当为此

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就应当在立法中对于“明知”

的判断较明确的作出规定，将何种客观事实可以

用以推定“明知”进行细化，在具体案件中，依

照此种标准，若经营者不具有认识到的可能性，

即不能推定为“明知”，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3.3  完善赔偿数额标准 

3.3.1  明确“损失”范围 

我国许多学者都认为不应当以实际损失作为

适用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维权的前提。除了

商品价款以及消费者因为该商品受到身体健康损

害回复的费用外，还存在间接损失以及其他潜在

的损失，这一部分也同样应当列入“损失”的范

畴[18]，由违法行为人进行赔偿。有些损失并不是

由于食品的质量问题直接造成的，而是此行为引

发的连锁反应，例如接受治疗期间的误工费用，

并且上文也提到，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不一定会在

当下即刻反映出来，而是潜在的影响身体健康，

一段时间后才爆发，那么此时消费者所产生的损

失也应当被列入“损失”的范围，赋予消费者追

究的权利[19]。 

3.3.2  优化举证责任分配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是

“谁主张谁举证”，在食品安全问题纠纷中，消费

者收集证据较为困难，对比企业来说处于弱势地

位，此种情况下由消费者就经营者的主观“明知”

以及因果关系进行举证是显失公平的，消费者不

仅诉讼成本大，同时也负担着较高的败诉风险，

实践中大量消费者怠于行使权利也是出于这个原

因。故此，可考虑引进民法领域的举证责任倒置

原则，由经营者证明自己对于商品存在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情况并不“明知”或者商品不存在

违法行为，消费者遭受的损失与其销售行为没有

因果关系，企业具备较完善的法务部门，处理问

题也会更加高效。采取此种方式后，消费者的诉

讼成本有所减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会增大，进

而维权积极性也会提高，同时这对生产经营者也

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敦促企业注意食品安全

质量，也就能更好达成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构建目的[20]。 

3.3.3  设置合理的金额计算标准 

我国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具体的惩

罚金数额采取的是恒定的倍数，即“三倍损失”

以及“十倍价款”，此种惩罚仅计算方式的缺陷上

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多赘述，所以在进行食品安

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时，修改赔偿金计算方

式势在必行[21]。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采用了灵

活的赔偿金计算方式，设置了倍数区间，可根据

个案的情况由法官在区间内进行自由裁量，我国

也可借鉴此种模式，并不规定具体的固定倍数，

只设置区间范围，由法官结合受害者的损失情况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裁判[22]。 

同时，除了考虑损失实际情况，还应当结合

多种因素进行最终判定。 

1. 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恶性。故意比过失主观

恶性更重，若生产经营者是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

则应该拟定的惩罚金基础上进行加重处罚。 

2. 企业的经济状况。在进行惩罚金倍数选择

时应适当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对于规模较

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就需要选择较大倍数的

惩罚金，因为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来数额较小的

惩罚金并不能引起企业重视，而对于中小企业来

说，则可考虑适当降低惩罚金数额，达到惩罚性

赔偿制度惩罚与震慑目的即可[23]。 

3. 违法所得。惩罚金的赔偿标准需涵盖违法

所得这一因素，若对于生产经营者的罚金还不及

其违法所得，等同于变相鼓励生产经营者实施违

法行为，与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初衷南辕北辙。 

4. 社会影响。不仅要考虑到其对消费者造成

的损失，同时也应当考虑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若

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则可考虑是否要加重

处罚，这样也能够更好的彰显食品安全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预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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